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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Angle of Tanka : A Hundred Years Exploration of Study
of Ethnohistory and Ethnic Group of China
Huang Xiangchun
Abstracts : Tanka , boat dwellers , historically widely spread in coastal region of south2east China ,
whose origi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people on land , is always focused by ethnohistory of south2east Chi2
na , reg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 and study of ethnic group1 Perfectly reflecting the background of
discourse and multiple interest of academy throughout a hundred years , the study of Tanka displays a
miniatur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 which concludes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 updating of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 and expanding of academic vision , e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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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①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以舟居水处及水上作业为主要生活、生产特
征的族群 , 所涉地域范围 , 北起浙江 , 南至广西 (包括越南) , 其中又以福建、广东、广西三省沿
海及江河港市最为集中。由于缺乏确切的统计 , 关于　民的人口数量一直未有定论 , 但 20 世纪四
五十年代的调查研究和相关户籍资料表明 , 其时　民所拥有的人口规模应不下十数万之众。据陈序
经的调查 , 40 年代末仅聚集于广州市的　民 , 即在 15 万左右 , 而福建与两广的　民总数 , 陈氏估
计大概在 100 万到 200 万之间。②在长期的社会分工、生活劳作及地域传统的变迁过程中 ,  民形
成了一些有别于陆上社会的习俗 , 受到陆居族群 (以“汉人”自居者) 的排斥与歧视 , 并被视为地
位“卑贱”的“非我族类”。50 年代 ,  民经民族识别 , 最终被确认为汉族 , 在族属上成为构成东
南汉人的一部分。
学术界对　民的关注和研究 , 开始于上世纪初。除传统史学及民族史外 , 人类学、社会学、民
俗学等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早期实践者们 , 不少都曾对　民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 , 在
民族识别工作的推动下 , 一批学者对分布于福建、广东的水上居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 , 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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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也作了进一步搜集整理 , 并在此基础上确认　民为汉族。此后直至 80 年代 , 有关　民的
研究几乎在国内学界消失 ; 与此同时 , 一些国外学者在其中国研究中进入到港台地区做调研 , 并把
香港的“　家”作为构成传统中国村社生活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80 年代以后 , 随着人类学、民
族学学科建设的复兴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 ,  民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  民之于南方民族
史研究的意义得到再次强调 ; 而在近年来兴起的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 ,  民及其与汉人的族群
互动更成了观察东南沿海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人们开始借鉴和运用族群理论 , 整合历史学、
人类学及民俗学的方法 , 形成了民族史、族群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相结合、相对话、相促进的新格











者野上英一等 , 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可延伸到五、六十年代。③这一阶段的研究 , 大致可分为三种
类型 : 一 , 罗香林、林惠祥、何格恩等多为民族史的考证 , 如罗香林受史禄国 (S1M1Shirokgoroff)
的人种学说启发 , 主张　民与“林邑蛮” (南洋土著民族的一支) 有族源上的联系 , 是构成百越民
族的一部分 ,  民水居是与汉族争斗失败的结果 , 强调应对　民的“民族性”进行彻底的调查研
究 ; ④林惠祥认为作为精于操舟的古代东南大族越族 , 其居海滨者为渔业及交通之便利而营水上生
活乃自然之事势 , 及汉人南下 , 更有一部分越人被迫避徙海上 , 后因习惯而不复移居陆地 , 因此　
民与古越族关系密切 , 但其来源不是一元的 , 而应是多元的。⑤二 , 陈序经、吴高梓、伍瑞麟等则
侧重于　民的社会历史调查 , 如陈序经从起源、地理分布、人口、与政府之关系、职业、教育、婚
姻家庭、宗教迷信、生活和民间歌谣等方面 , 对广东、福建 (主要是广东) 的　民进行了全面的历
史考证和社会学描述 , 突出分析了　民在当时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生存环境和面临的社
会问题 , 成为　民研究的典范之作 , 也是后人完整了解和认识　民的重要“民族志”资料来源 ;⑥
吴高梓则就名称说法、社会地位、家庭制度和经济状况、宗教和教育、服饰和娱乐、歌谣及船妓等
问题对福州的　民作了调查 , 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调查资料。⑦三 , 钟敬文、谢云声等人则在
顾颉刚等学者倡导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热潮中对　民的民间歌谣进行了专门的搜集整理。⑧这




第二阶段是 50 年代初 , 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展开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 ,
当时有着数十万人口的水上居民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也成为调查识别的对象之一 , 取得了一批有关
民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习俗、语言及民族关系等情况的原始资料 , ⑨并对其是否为一个独
立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讨论 ,  民最终被确认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群体。除了调查所得的原始资料颇具
价值外 , 韩振华、陈碧笙的研究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 并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韩振华对福建　
民作了文献上的详细稽考 , 他认为 ,“白水郎”、“五航”、“乞黎”、“郭倪”、“科题”、“曲蹄”、“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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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等都是　民的别称 ; 闽粤两地的　民有渊源关系 , 但与中、西南地区的“蛮蜒”无关 ; 福建
民源自西瓯 , 亦即出自闽越 , 是西瓯骆裸国或闽越国被驱迫而逃亡入海者之后裔 ; 自魏晋时起 ,
福建　民即被充作官府造船工徒或屯田 , 晋末孙恩、卢循起义 , 成为其水军主力 , 后流落闽粤沿海
各地 , 唐时受招抚为“夷户”, 宋元后即被称为白水郎、卢亭子 , 成为构成现时“　族”的主要成
份 , 因此它是我国境内“兄弟民族”之一。⑩陈碧笙的研究除文献征引外 , 还结合了民俗资料 , 并
强调从更加动态和整体的角度来把握　民现象的实质 , 如在溯源问题上 , 他在评析了关于水上居民
起源诸说的疑信之后 , 主张应把起源问题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活动中来加以考
虑 , 水居人口由陆居而迁居于水 , 但仍是邻近陆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 船只对于水居人而言同时
具有住所和生产工具的双重意义 , 这决定了水居现象出现的时间 (较晚) 和地域 (城市) ; 最重要
的是 , 生产活动是对水居生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 水产采捕、交通运输及游
乐服务等生活方式及其改变 , 或者水居、陆居的互相转化 , 都取决于生产和生计的需要。从历史变
迁过程看 , 水上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 , 就是水陆居民相互交流、转化和混合的过程 , 这一过程自水
居现象出现后从未停止过。在水陆居民关系上 , 他认为水上居民历代受歧视、限制和压迫 , 除了制
度性的穷困、操贱业 (盗、乞、娼) 、流动松散及隶属“贱籍”等原因之外 , 最主要的原因是水陆
居民间存在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λϖ尽管陈碧笙的研究仍是以民族识别为目的 , 在理论上明显局限
于苏式的 (也是中国民族学的) 民族概念标准 , 其结论也只是在于说明“　族”作为一个“民族”




意义和参考价值。此后 , 国内的　民研究归于沉寂 , 造成这一局面有两方面的原因 : 一方面 , 由于
民被归入汉族 , 因而基本上被排斥在民族学研究之外 , 仅在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中被当作东南
土著古越族的“孑余”而偶被提及 ; 另一方面 , 解放后　民大批上岸定居 , 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 以
居处方式为核心的社会习俗等族群识别特征逐渐消失 , 在客观上也使之淡出了学术研究的视野。
第三阶段是 50 至 70 年代。以传统汉学 ( Sinology) 为基础 , 这一时期是国外学界研究“中国
问题”的活跃期。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 国外学者无法进入中国大陆 , 其研究对象、田野或资料来
源地主要是港台地区、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以及闽、广两地的文献 (研究华北者则多以民国“民事
习惯调查”及日人“满铁”调查资料为主) 。而在香港 ,  民是构成该地区渔村社会的主体族群 ,
不少学者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　民 , 如日本历史学者可儿弘明、美国人类学者尤金·安德
森 ( Eugene N1 Anderson) 、英国人类学者华德英 (Barbara E1 Ward) 等。可儿弘明从社会史的角
度探讨了香港地区　民 (“艇家”) 的历史与现状 , 对　民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生计、生活形
态、宗教信仰等作了多层面的描述 , 并指出了　民与明清以来海外移民及海上华人社会的密切关
系。λω安德森则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 , 以香港地区为田野 , 论述了华南地区包括　民在内的四个社
会群体 (即本地人、客家人、　家“船民”和工商业者) 如何以经济活动为纽带连接成一个完整的
社会和生态系统 , 在这一系统中基本的生计方式又如何与社会分类的象征发生联系 , 并认为　民是
构成完整的“华南食物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λξ在一篇　民专论中 , 安德森从日常生活、船只
与渔获、家庭与世系、社区结构、与政府的关系、神灵崇拜以及民间医药等方面 , 对香港青山湾　
民作了深入的民族志描写 , 基于此 , 他认为造成　民的生活有别于陆居社会的根本原因 , 是生态而
非不同的文化起源或背景。λψ华德英则从结构人类学入手 , 对香港　民和渔村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
观察和讨论。她认为 , 仅从显性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并不能说明　民被当作一个“异类”的长
期存在 , 无论它是否源于华南土著越族 , 水上人与陆上人始终以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 共同成
为华南“中国人”的一分子 ;  民之所以被华南文人传统视为异己 , 既非因为他们有物理空间上的
隔离 , 亦非社会距离上的隔离 , 足以保留他们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原状 , 而是由于在一个共同的“文
人模式”之下所形成的意识模型的多元性及不同模型之间复杂的相对性使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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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都有若干个意识模型 , 包括“自制或目前模型” ( homemade or immediate model) 、“局内观察
者模型” (internal observerπs models) 和“意识形态模型” (ideological model) , 对于一个生活在自己
渔村的　民而言 , 这些模型与他的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层次相对应 , 并由此而形成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边界构图 , 对于以汉人自居者也一样。由于这些模型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 , 因
此它们的对比就成为产生群体类别和分界之源 , 而　与汉之间的群体归属感和角色的转换 , 实际上
就是不同意识模型之间的转换。λζ华德英的研究无疑是富有创见的 , 她引入列维 - 斯特劳斯 (Lévi2
Strauss) 的“意识模型” (conscious model) 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一种族群现象或地方传统 , 为中国族
群及文化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 , 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族群关系的“中心/ 边缘”结构 , 以及
文化认同各层次的复杂结构与动态关系。因此她虽以香港某渔村的　民为研究对象 , 但她的贡献则
不仅仅在于　民研究本身。




论断 (如　民源于古越族等) , 对与　民有关的某些文化遗存和民俗 (如崇蛇习俗等) 也进行了更
细化的考察。λ{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建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夫 , 但多是偏于在做资料上、时空环节上
“补缺补漏”和考辨的工作 , 在角度和框架上、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并没有太大的更新和突破 ; 有
的试图整合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如体质人类学等 , 对　民进行更整体性的调研 , 但因过于拘泥于　
民概念本身而使之难以有更多的创见。λ|亦有部分研究在某些文化史、民俗史的讨论中考虑　民的
历史影响 , 把　民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 使　民在单纯的民族史叙述之外的其他研究中也
成为一种视角和线索 , 如林蔚文等学者对福建南平樟湖坂崇蛇习俗的调查研究 ,λ}黄淑娉的　民与
广东区域文化研究 , λ∼以及郑振满等学者对妈祖信仰与　民关系的考述µυ等。二是历史学的区域社会
文化史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和田野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这类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地区　民研究为代表。
随着大陆的开放 , 在前一阶段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 , 国内外学者在华南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 族群问
题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史做深入探讨时 ,  民族群的存在以及围
绕“汉/  ”关系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被凸现出来 ,  民对这一地域社会变迁所具有的文
化和历史意义成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的兴趣。科大卫 (David Faure) 、萧凤霞 ( Helen F1
Siu) 、许舒 (James Hays) 、蔡志祥、刘志伟、叶显恩等人的研究 , 已经涉及到了族群分化与地域支
配的关系问题 , 他们认为 ,“汉/  ”差异更多是在于两者间紧张关系的历时表演 , 而较少体现为固
定不变的族群类别 ; 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社会文化变迁史 , 在某种程度上 , 就是不同的族群如何通
过创造“他者”而在“中国”文化认同中有意识地宣称各自地盘的历史 ; 他们把族性看作是在那些
处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竞争状态中的族群之间划出的流动的、人为的边界。µϖ显然 ,  民在此已经远
远超越了单纯的“民族”概念及其视野 , 而是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及其变迁脉络中的重要一环。概
言之 , 这一阶段的研究 , 既有关于　民的传统民族史知识的进一步积累 , 又有在不同角度、方法和
问题意识下逐渐展开的新实践 , 而后者因国内外及港台学者的共同参与和讨论而对此前各阶段的研
究有所超越 , 其理论性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族群或区域文化的层面 , 而是触及到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
史中的“中心/ 边缘”、“化内/ 化外”以及“异化/ 一体化”等结构性问题。
此外 , 由于被称为“　民”者自晋代以来一直是东南沿海地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和社会
力量 , 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而特别的角色 , 因此不少有关这一地区的
历史研究都或多或少会涉及到　民。如王振忠对福州地区自然灾害史的研究 , 他从历史地理和社会
史的角度指出了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 , 作为福州江海社会生态主体的　民 , 也经历和感
受了自然灾害对其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深刻影响。µω美国学者穆黛安 (Dian H1Murray) 对清代华南海
盗的研究则是从　民与海盗的关系出发的 , 她认为 ,  民是活跃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华南海
盗的主要来源之一 , 他们比任何其他职业阶层都更有可能成为海盗。由于　民难于积累财富 ,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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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摆脱经济上的贫困 , 没有血缘组织 , 难于对一个固定场所产生强烈的感情依恋 , 以致阻断了
与重视定居生活和依恋本土的陆地社会价值系统的联系 , 且因被科举制度排斥而无法改变身份和地
位 , 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超然于政府控制之外的　民“亚文化”群 , 加之　民的渔业





年来大力倡导海洋社会经济史、海洋社会人文的研究 , 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 µψ这些成果从不
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中国特别是闽台地区的海洋史过程和面貌进行了探讨 , 其中一些对　民有所论
及。这些研究强调海洋社会经济史总体框架的建立 , 在探讨渔民 (包括　民) 的经济、社会角色 ,





地受到关注 , 关于“贱民”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民在历史上曾被视为“贱民”, 因此不
少相关制度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涉及　民。如 : 经君健在制度史的层面上对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做
了翔实的考察 ,  民 ( 户) 与堕民、丐户、九姓渔户、乐户和佃仆 , 属于特定地区的贱民 , 他们
与全国性的奴婢一道 , 构成清代社会等级的最底层 , 但这最底层并非铁板一块 , 而是存在着政治身
份与经济地位的分离 , 等级与阶级共同构成了清代社会关系经纬纵横的复杂局面。µζ这一研究主要
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清代等级制度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 强调了制度、社会事实及两者之间关系的
复杂性 , 但由于未与具体的地域和历史背景相结合 , 以致难于看清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关系的具体运
作过程 , 如对“贱民等级流动的不可逆性”的判断 , “不可逆性”可能只是制度上的 , 实际的身份
改变并非完全不可逆 , 珠江三角洲地区汉/  关系的研究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赖青寿对浙江九
姓渔户的研究是另一个关于贱民的范例。他认为 , 分布于钱江内河水系的九姓渔户 , 与闽粤等地的
户 , 共同构成了　民这一极为松散的大群体 , 但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 而是各自所在活动
区域特定的生态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 九姓渔户的形成、演变史 , 就是钱塘江流域生态、经济、社会
的变迁史 ; 他们之所以被视为社会的“弃民”, 生存环境是居主导地位的因素 , 而生存环境又包括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 后者比前者至为根本 ; 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分异势所必然 , 但九姓渔户另




试。他认为 , 作为贱民中的典型代表 , 乐户一方面具有极低的社会地位 , 另一方面又同时在地方社
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而非单一的 , 且与其地位不符的角色 (“角色组”) , 这一情形是乐户在自清以上
的长远历史中曾经有过巫觋、奴婢、罪犯及娼妓等角色的互时性 ( temporal) 、跨时代社会整合的
结果。由于他们在制度上、道德规范上以及价值观念上都与主流“庶民”社会有很大差异 , 因此构
成了一个另类的“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底边社会”是一种“社场” (communitas) , 相对于
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而言 , 它是一种“反结构” (anti2st ructure) ;“底边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关
系是辩证的、互补互赖的 , 他们共同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µ|这一理论模式是否能普遍适用于
解释包括　民在内的所有属于“贱民”范畴的社群 , 还有待于更多实证性的研究 , 但若可以在“贱
民”研究的框架下把乐户与　户作类比的话 , 显然 , 乔健的观点与华德英、安德森的结论是完全相




综观近百年来的　民研究 , 我们可以看到 , 尽管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及民族史




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中 , 西学东渐之下的“新学”在各地兴起 , 人们开始使用刚刚接触到的“种
族”、“民族”等西来概念来重新描述和思考自己的历史与现实 , 而　民作为境内的“异族”, 随即
被正式载入“乡土志”等乡土教科书中 , 成为构成闽广“乡土知识”的一部分。µ}这一现象 , 也可
以说是引发　民研究的最初契机。民国建立之后 , 知识界卷入到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思潮之
中 , 如何为“国家”找到“民族”与“历史”的证据和联系 , 成为学人们共同的使命 , 民族史的研
究也成为一时的热潮。由于　民是南方人接触最多的“异族”, 因此几乎所有的民族史研究都述及
民 , 并且都把它当作南方的华夏 - 汉族的注脚及其与“历史”相连接的桥梁 —　民是“华化”所
“剩余”的古代南方土著 , 梁启超所言最能代表此类观点 :“ ( 族) 自入水后 , 与我无争 , 故能阅
数千年 , 传其种以迄今日 , 古百粤之族 , 其留纯粹之血统 , 以供我辈学术上研究之资料者 , 惟此而
已。”µ∼以这一观点为主导 , 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于追寻和厘清　民与“华夷”诸族的源流关系 ,
并试图为长期被排斥的　民等“蛮夷”异族从传统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过渡中提供某种“国民”的认
同感。陈序经的研究虽说只是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实验 , 但他选择　民为研究对象 , 显然有其另一层
深意 ———在他看来 ,  民的存在和处境是中国社会历史传统下的产物 , 因此 , 他力图为　民“正
名”, 呼吁社会关注其生存状态 , 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 , 而这些正是他关切整个民族
命运的体现 , 对于一位具有“西化”倾向的学者而言 ,  民的社会属性正是他所理解的“传统”的
一部分。与之不同的是 ,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民俗学研究 , 在既反“传统”又不接受“西化”的矛盾
中 , 把眼光投向乡野大众 ,  民的歌谣与其他谣谚民俗一道 , 成了学术研究的材料和内容 , 并被转
化为“地方”和“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类研究中 , 包括　歌在内的民俗被当作建构新传统
和新文化身份的素材 , 因而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传统”的另一种思考和重新定义 , 与前者一样 , 其
背后仍然脱离不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大背景。把西学带入中国并具有内省精神的开拓者们 , 在各自的
研究中几乎都以民族主义为动力或目标 , 这一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学术诉求 , 对此后整个现代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 , 以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基础 , 前苏联模式下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得以建立 , 民族史成为构筑中国民族学理论方法体系的重要基石之一 , 对　民的民族史研究
也被纳入到东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来。由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
身份的认定 , 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各民族在新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找到政治的、历史的与文化
的位置 , 从而建立起新的国家认同 ,“阶级”与“民族”这两大社会分类概念在民族研究中不期而
遇 , 并呈现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 这一点在陈碧笙与韩振华的　民研究中也有很生动的体现。这一
阶段的重点在于共时性的“识别” (是何族 ?) 与历时性的“定性” (处于历史发展的何阶段 ?) , 因
而社会构成要素与文化特质 (cultural t rait) 等“客观属性”, 被置于首要地位。在传统的考据学νυ
以及早期的社会学的基础上 , 强调更多地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实地调查 , 长于在族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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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法上的束缚和视野上的局限 , 诸如　民等众多未被列入“少数民族”的群体或现象被排斥在
民族研究之外正是这一局限的主要表现之一。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 国内学术处于低谷 , 但对于国外的中国研究而言 , 却具有标志性的意
义 , 一些著名的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 如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的宗族社会
论、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 的市场体系理论、武雅士 (Arthur Wolf) 的民间信仰体系理论等都
产生于这一时期。就人类学的学术史而言 , 这一时期正值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盛行期 , 因此其中
国研究的实践中也明显具有这种阶段性的色彩和倾向。尽管这些研究多依赖二手资料 , 或者局限于
港台“边陲”之地 , 但无不抱持窥探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企图 , 因而这些研究既建立了
某些有关传统中国社会的研究“范式”, 同时又留下了可供后人不断充实、讨论与反思的空间。νω华
德英、安德森等人对香港　民的研究 , 基本上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华德英认为 , 就　民而
言 ,“意识模型”造成了汉/  族群边界的延续 ; 就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而言 , “意识形态模型”具有
涵盖所有中国人的统一性。而无数地方性、职业性、族群性的“目前模型”不断向“意识形态模
型”靠拢 , 使总体的变化过程表现为一体化 , 同时因依据文人生活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模型”不一
定适用于非文人生活 , 因此不同的人群、地方就仍有发挥自身特色的自由 , 使之又包含不断变异的
特征。可见 , 华德英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　民和渔村的描述 , 而是试图通过　民这个窗口 , 探讨各
种社会力量的交错互动和认同的层次 , 并由此推演出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意识模式”的多元
性、复杂性 , 以进一步为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 (统一性) 与变异性的并存关系提供
一种可能的途径。华德英与安德森都试图从“边缘”/ “小传统”入手来发现“中心”/ “大传统”
的问题 , 因此对他们而言 ,  民现象只是借以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问题的一个窗口。有趣的是 ,
虽然两者的着眼点和写作方式不同 , 但在总体结论上却是相当一致的 ———　民并不如世俗社会所想
像的那么具有“特异性”。这一结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的“边缘”意象 , 因为他们发




80 年代以后 , 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推动下 , 国内的学术研究开始呈现出多
元化的局面 , 传统学术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得以复苏。在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民族学基础上 , 人
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也逐渐步入正轨。就民族史研究而言 , 人们不满足于原有的更多具有通史意味
的民族史 , 开始强调应把民族史研究置于人类学的视野之下 , 古代南方土著“百越”及其后裔“山
越 - 蛮獠 - 畲、　”以及客家、广府、福佬等汉族“民系”成为东南民族史研究的重点。秉持着对
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构想 , 这类研究在考据之外 , 更加强调文献、考古与田野、古与今、体质
与文化的互参互证 , 不仅注重人类学各分支体系的整合 , 而且追求跨学科的整合 , 其目的在于对民
族及其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客观性、实体性的“证实”或“证伪”, 并以此为基础 , 充实和丰富
对“中华民族 - 中华文化”体系的认识。90 年代末由黄淑娉主持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课题
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该课题从民族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多维视角 , 对广东的
古今民族、方言、地域文化及汉族民系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求证和描述 , 在学理上进一步突显了广东
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特色”及其现代意义 , 其中 ,  民的风俗被当作汉族民系“文化特点”的主要
表现和来源之一。νψ由于这类研究在方法上依赖于文化特质的历时与共时比较 , 文化“残余” (sur2
vival) 成为至关重要的概念 , 亦即对民族的历史过程与文化变迁的叙述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残余”的客观形态的提取及其时空关系的建构上 , 因此 , 这类研究虽然为人们呈现了更加丰富的
有关民族历史的连续与变异、地方文化的“特色”与多元性的图景 , 但就理论框架而言 , 在总体上
仍未能在 50 年代民族学传统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和超越。
与之大异其趣的是 , 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及闽江口地区展开的涉及　民的研究 , 都试图摆脱
“民族”概念及“地方特色”描写的束缚 , 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对话中 , 对包括族群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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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区域社会文化构型及其历史脉络进行不同的思考和探索。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中 ,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  民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作为一个“族体”而存在 , 而在于他在
这一地区内在的文化逻辑与变迁机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由沙田开发、宗族实践、市场经营和
社区塑造所构成的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社会变迁中 ,  民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身份
的标签 , 不断攀升的人群使用各种文化手段 , 以排斥被其贴上“　”标签的人群。在此 , 族群分类
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变迁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地方上各种力量都灵巧地运用当时的中央政权的符号
象征 , 来宣称自己的权势和特性。νζ笔者近期对闽江口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的研究亦表明 , 尽管　
民被归入汉族 , 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 , 但“汉/  ”之间的界线并未就此消失 , 长
期以来族群关系的运作在“地方”、“区域”的社会文化体系和日常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仍在
持续产生影响 , 甚至可以说 , 正是　民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的存在在塑造和改变
着地域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 , 孰为“汉”、孰为“　”, 何为“汉”、何为“　”, 都
难以用体质特征等所谓“客观”标准来做截然划分。ν{在此 ,  民以及围绕“汉/  ”关系而展开的
种种文化实践 , 是被当作揭示和探讨东南沿海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一把钥匙来看待的 , 而非仅仅是
一个民族史的描写对象。这些研究的特点 , 一是在方法上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贯通 , 注重社区
史、制度史、国家史与族群研究相结合 ; 二是在理论上着力探索中国民间文化、族群与国家体系之
间的内在关系 , 力图揭示民间文化、族群关系的历史内涵、特征以及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和国家体
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区域的展开形貌。显然 , 这些涉及　民的研究 , 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民族
史”的范畴 :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 , 这些研究试图超越前人的结构主义图式 , 在区域中揭示中国社会
文化的“结构”与“过程”的辩证关系 , 即所谓“结构过程” (st ructuring) , ν|在中国研究中体现出
80 年代以来人类学对文化与历史解释中“结构/ 实践”的普遍关怀与理论反思潮流 ; 在历史学的意
义上 , 它又是一种“总体史”思考的一部分 ———历史研究不仅要阐述人们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的能
动性 , 也需要反省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推动和规限
人们的行动。ν}
与历史学家们从区域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发现族群问题之于“总体史”的重要意义相呼
应 , 另一些学者则从民族史的角度强调了民族史本身的“总体史”价值 , 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
研究。这一研究以羌族历史为线索 , 结合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记忆”等概念 ,
以“边缘研究”的路径 , 构成了对传统中国民族史“溯源”研究的全面反思。这两种路径的根本区




明珂进一步认为 ,“历史”既是过去的事实 , 也是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文化”是典范化的客




程史观”之下来加以详察。ου在此 , 我们可以看到从涂尔干 , 到年鉴学派 , 再到福柯、布尔迪厄等
一路过来的社会理论如何被撷取、整合在一个民族史的研究中 , 他强调“表达” (认同、记忆、心
性) 而不废“实体” (生态与资源竞争) 的做法 , 对于几近僵化的传统民族史而言 , 不失为一个有
益的思考方向。
实际上 , 80 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对民族和区域文化研究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 , 除了改革开放所
带来的学术环境的变化使然之外 , 还与另一个大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全球化”下的民族主义及
其文化建设的高涨 , 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主义” ( regionalism) 思潮的兴起。οϖ在这种思潮的激发
下 , 古代或土著民族及其文化的“残余”成为俯拾即是的资源 , 即如　民作为能与“历史”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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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特色”的演绎者 , 成了人们用以想像和塑造“地方”的绝佳素材。例如在福建 , 近年来在
盛行的“地方史”、“地方文化”研究热和“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中 , “　民”作为一种被尘封的
历史和硕果仅存的“闽越族后裔”, 又逐渐被推到了各种相关研究和文化表述的前台 , 成为福建地
方史追溯的起点和地方“文化传统” (如　民的蛇崇拜 , 即被认为是地方文化的特质之一 , 同时也
被认为是闽越族蛇图腾崇拜的残余) 的代言人之一。由此可见 , 在“地方文化”、“地域传统”等
“地方主义”的建构中 ,  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东南土著文化传承的指标和证据的意义。
对这一状况的清醒认识 , 包括对民族史的“解构”和“再建构”的主张 , 显然都得益于近 20
年来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文化与历史反思。当代主流的以传统民族学为基础、强调学科体系完整性
的民族研究 , 虽然在民族或族群的界定和描述上比前人更加强调文化 , 但他们往往并未注意到或有
所警觉的是 , 在文化的“客观性”之外 , “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被不断操弄、
表达、定义和建构的过程 , 而这一过程既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实体性基础 , 也离不开特定时空背景下
的“话语” (discourse) 及其权力关系逻辑。这一点已经被不少学者注意到了 , 如程美宝对晚清以
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所做的分析 , 就是一个具有典型后现代意味的例子。她认为 , 近代以来人
们所看到的“广东文化”的面貌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 , 亦非无须证明的“客观事实”, 而是在晚清
以来社会变革的背景下 , 经历学术正统的确立 , 粤、潮、客三大族群的划分 , 以及方言上从“南蛮
鸟觖”到“中原古音”的转变等一系列变化才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因此 , 除实体性的发展历史外 ,
“广东文化”作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达的语言 , 是在不同时代 , 由不同的人在特定的权力互动下 ,
选取不同的内容填入“文化”框框的过程。就三大民系而言 , 广东人分为三大民系的格局 , 也是不
同的方言群在不同的时代 , 面对不同的境遇 , 用不同的语言去建立自己汉人身份的结果。οω若把黄
淑娉的研究与程美宝的研究作对比 ,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 同样是讨论广东的族群
与地域文化 , 前者在“事实”的层面上“建构”了文化与族群的实体性连续与变迁的过程 , 而后者
则在“话语”的层面上“解构”了种种“文化”与族群分类如何被表达以致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尽
管如此 , 我们仍然不宜把这两种取向看作是完全相反或根本对立的 , 视之为同一过程的两个面相或
许更具有积极意义 ———正如“解构论”者必须回归隐含于“话语”背后的实体性社会过程 , 解构的
目的正在于重新揭示这一过程一样 , 对于“实体论”者而言 , 如果能更加意识到客观事实背后的话
语逻辑及其权力关系 , 并在文化描写和历史叙述中充分体现这种意识 , 无疑将更加有助于说明和把
握客观事实的客观性、连续性和整体性。
三、结语
综观上述近百年来有关　民的研究 , 我们可以看到 , 虽然　民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向不被人重
视 , 但它所经历的学术旨趣的转变 , 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 同
时也深深打下了时代的烙印。随着不同时代下的“语境”转换 ,  民的定义从传统时代的“异族”,
到近代民族主义下的“古代民族之遗裔”, 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时期的“汉族”, 再到后现代潮流中
的“社会文化现象”、“族群分类”及“符号象征”, 这些不同的定义既是特定“语境”的产物 , 也
是构成“语境”本身的一部分。从学科的发展轨迹看 ,  民研究所经历的从传统史学、考据学 , 到
社会学、民俗学 , 再到民族学 , 以及人类学、区域社会文化史 , 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在不同阶段的形态及各学科的发展走势。从理论和方法上看 ,  民研究在人类学的理论谱系
上体现了自进化论、传播论 , 到功能主义、结构主义 , 再到主体能动性 (agency) 、实践论 (theory
of practice) 以及象征论和阐释人类学的主流更替 ; 在视野上也相应地从强调族体的整体 , 到转而
关注人及其空间的个体 (“族群”与“社区”) , 再到注重个体与社会文化与历史整体的关系上来。
视野的转变和拓展 , 必然带来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与对话 , 而这一点正是近年来“历史人类学”
在华南研究中兴起的契机之一。οξ回到民族史的层面 , 民族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族群理论οψ的影
响 , 并紧随人类学理论反思与更新而动 , 已成为该领域一个基本的发展态势。在此情势下 , 传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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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史 (history of nationalities) 仍然可以 history of Minzu οζ的方式延续其生命力 , 而人类学的民族史
(ethnohistory) 则是一片有待开拓的广阔空间。值得注意的是 , “民族”或“族群”说到底只是我
们观察和探讨问题的角度和路径之一 , 亦即 , 只有被重置于具体的“语境”和历史脉络之中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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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族”与“族群”问题所展开的对话上。详见 : 郝瑞著 , 杨志明译 :《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与翻译》,《世界民
族》2001 年第 4 期 ; 李绍明 :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 《民族研究》2002 年第 2 期 ; 郝瑞 :
《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2002 年第 6 期。) 以笔者浅见 , “民族”与“族群”单从学
理上说应该只是两种不同的取向 , 两者的根本矛盾不在于范围大小、主观客观上 , 而在于“民族主义”是作为立足点、出
发点和理论框架 , 还是作为反思和讨论对象的不同选择上。 (杜赞奇著 , 王宪明译 :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民族主义话语
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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